
 

都城社会与南朝吴姓士人的转型

李 傲 寒         陈 引 驰

摘    要    “吴姓”是中古时期江东本土士族的统称，其多兴起于汉末，在六朝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自孙吴到东晋，这些士族虽然大多在建康出仕，然其家族重心往往还在乡曲。但进入了南朝之后，他们普遍

把家族重心转移到建康，家族成员开始向建康迁徙。在此过程中，作为个体的吴姓士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他们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知识获得等方面都和前代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又直

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认同的文学书写中。在这些转变中，吴姓士人的地方性趋于模糊，逐渐融入都城社

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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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江东的土著世族被称为“吴姓”，或称为“江左旧姓”。自汉末他们就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影

响力，晋陆机《吴趋行》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曰：“八族：陈、

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①《 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条

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中亦有“三国之间，四姓盛焉”②之说。这些吴姓世族作为江南土著，数代生活

于斯，与乡曲的关系较远离故土的侨姓更为紧密，故其谋求仕进的同时，也大多与本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然自南朝开始，随着他们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其中不少家族都逐渐把本族的重心置于建康，家族成

员开始向建康迁移。这种地理空间的变化对家族内部个体成员的社交范围、知识获取途径和知识结构、文

学创作都有一定影响。历南朝四代，在作为个体的吴姓士人身上，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

转变。在经过这些转变之后，他们的身份也从乡里领袖变为了京城士人。而这些吴姓士人转变的过程，又

是与都城社会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他们逐渐融入都城社会的过程，就是他们转型的过程。

本文旨在探究都城社会对南朝吴姓士人转型的影响，希望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勾勒出两者的关系，主要

分为三个部分：吴姓士族向建康的迁移及社交范围的变化、都城社会与吴姓士人的知识获得、吴姓士人有

关都城和乡曲的文学书写。 

一、吴姓士族向建康的迁移及社交范围的变化

吴姓士族作为南方的土著家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经常在京求仕，但与乡曲之间依然保持

 

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 28《吴趋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 1309 页。

②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标点本，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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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孙吴之时，有不少吴姓士族即在建康长期居住，①然他们家族的重心仍在乡里，他们

不仅在乡里广有田产，部分家族成员也会居住在乡里。②及至晋宋，这种家族形态还是比较普遍的，不少

家族都在京师和乡里同时拥有田宅，子弟少居乡里，成年后才会到京城。③而在他们在京从宦期间，也经

常会插手乡里事务，如《宋书·顾觊之传》所载其替子焚券事，④《潘综传》所载其乡人秘书监丘继祖、

廷尉沈赤黔察其为廉吏事⑤等。可见其虽居京城，依然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影响力。

而及至齐梁之时，吴姓士族渐渐将家族的中心置于京城，家族成员开始向京城迁移。关于他们迁徙的

主要原因，胡宝国在《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一文中有比较细致的讨论。胡氏虽然以侨姓士

族为讨论主体，但他将转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南朝皇权的复兴与士族对皇权的彻底依附，这一结论对侨、

旧同时适用。⑥而对于吴地旧姓而言，迁居的过程往往又与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有关。然而对每一个家族而

言，情况又略有不同。在迁居的过程中，有的家族因为地位较高，一直以高门自居，主动选择在建康生

活；有的家族虽致力于维护与乡曲之间的联系，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仍然造成了家族分化。

献

前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吴郡陆氏陆慧晓支。此支陆氏可谓累世高门，慧晓为晋太尉陆玩玄孙，四世

为侍中，时人目之金、张，但其少年时仍居乡里，《南齐书》本传载：“以母老还家侍养，十余年不

仕……慧晓与张融并宅……（刘）琎，清介士也，行至吴，谓人曰：‘吾闻张融与慧晓并宅，其间有水，

此必有异味。’”⑦后历清显，至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陆慧晓出仕后，在京师购置了园宅，其园宅在

临近东冶的汝南湾。《景定建康志》：“汝南湾……齐陆慧晓、刘 宅并在湾前。”⑧慧晓有三子：僚、

任、倕，《梁书·张率传》：“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⑨可见其子幼时并未还

乡，而是长期居住在京邑的。此后陆氏族人多居建康：倕从子厥曾预竟陵王西邸之游；厥弟绛辞官后随父

居京邑，遇萧遥光之乱，坐死；从孙云公（云公为厥弟子）自幼便随陆倕在京师游宴，《梁书·陆云公

传》：“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

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既长，好学有才思。”⑩云公子琼更是闻名京师的神童，《陈书·陆琼传》：
　　琼幼聪惠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

琼时年八岁，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师号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敕召见，琼风神警亮，进退详审，帝甚异之。⑪

可以发现，此支系在陆慧晓之后大部分家族成员都是定居京师的，在侯景之乱爆发前，很难发现他们和故

乡有什么联系，并且似乎其在故乡也没有什么宗族势力，明显他们是将家族发展的重心放在京城。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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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左思在《吴都赋》中曾用不少笔墨描绘当时居住在建康的吴姓大族：“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岐嶷继体，

老成奕世。跃马迭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锜内设。冠盖云荫，闾阎阗噎。”（《文选》卷 5《京都下》，第 218 页。）

②关于吴姓士族广占田产的问题，《抱朴子外篇》卷 34《吴失》中有比较详细的表述：“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有鱼沧、濯裘之俭，以窃赵宣、平仲之名”（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45 页）。吴姓家族子弟居住

在乡里的例子有很多，如《三国志》卷 57《虞翻传》裴注引《会稽典录》记载虞翻死后，其子虞汜居住在乡里（《三国志》，北京：中华

书局，1982 年，第 1327 页）。卷 65《贺邵传》裴注引虞预《晋书》载贺循在吴灭后遇赦，从海滨还至乡里居住（《三国志》，第

1459 页）。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

 （《世说新语校笺》卷下第 479 页）

③士族子弟少居乡里的例子，可参见《南齐书》卷 37《虞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标点本，第 654 页；《南史》卷 31《张充传》，

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标点本，第 811 页；《梁书》卷 30《张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标点本，第 475 页。

④《宋书》卷 81《顾觊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标点本，第 2081 页。

⑤《宋书》卷 91《潘综传》，第 2248 页。

⑥胡宝国：《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文史》2012 年第 2 期。

⑦《南史》卷 48，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标点本，第 1190 页。

⑧周应合 编：《景定建康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年标点本，第 470 页。

⑨《梁书》卷 33《张率传》，第 475 页。

⑩《梁书》卷 50《陆云公传》，第 724 页。

⑪《陈书》卷 30《陆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0 年标点本，第 396 页。

⑫侯景之乱爆发时，陆琼在丁忧中，为避乱“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仅言携其母，而不言其他家族员，可见其家族在吴郡的近属并不多，

如果对比一下《陈书》卷 27《姚察传》：“值梁室丧乱，于金陵随二亲还乡里。时东土兵荒，人饥相食，吿籴无处，察家口既多，并采野

蔬自给。察每崎岖艰阻，求请供养之资，粮粒恒得相继。又常以己分减推诸弟妹，乃至故旧乏绝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第

348 页）则更明显。而同样在侯景之乱中丁忧的顾野王则能“乃召募乡党数百人，随义军援京邑。”（《陈书》卷 24 第 399 页）亦可见此

支陆氏在本郡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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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张氏张裕支迁居京城的过程是另一种类型。此支张氏最初是颇具地方性的，在本郡势力很强，广

有部曲，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借此依靠军功自达。与陆氏不断强化自己文化高门的形象而留居京师不同的

是，张氏一直比较注意保持与地方的联系，但经过数代后，其家族仍与地方渐趋疏离。

张裕之前此支张氏虽为旧族，而位望不显。后张裕因在刘宋建国中有佐命之功而“出内所历，莫非清

显”，后因脚疾出为吴兴太守，旋解职归家，本传言其“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

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①，俨然地方豪族之态。张裕诸子多自幼生活在建康，言行举止已受到侨姓

高门的影响。张裕子演善于清言，为颜延之所赏，后张演子张绪更是风流名士，少时即被张镜称为“今之

乐广”，后终老于京师。然此时张氏在乡里还是颇有势力的，张镜弟张永在刘宋时以军事自达，在家乡亦

颇有部曲，至其子张瓌时“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②，后张瓌正是凭借这些人诛杀了企图在吴郡起兵

反对萧道成的刘遐。刘遐时为吴郡太守，被诛杀后居然“郡内莫敢动者”，可见张氏在吴郡势力之大。张

瓌多以豪强自居，“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余人”，晚年“屡启（齐）高宗还吴”，后终得“归老

乡邑”③。然其子张率则幼长京邑，以文采自命，少年时就被沈约、任昉等称赏，本传载其“与同郡陆倕

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

定交。’由此与昉友善。”④率弟盾亦颇具名士风气而甚清贫，“身死之日，家无遗财，唯有文集并书千

余卷，酒米数瓮而已”⑤，可见其在家乡已没有产业。张瓌弟张稷虽然与兄长一样以军功自显，但却与本

郡联系甚寡，他年少时因为清贫“求为剡令”，显达后曾为吴兴太守，被征为仆射时，途经本郡，“乡人

候稷者满水陆。稷单装径还京师，人莫之识，其率素如此”⑥。及至梁陈之际，此支张氏至高位者惟有张

种一人（张辩孙），然亦为一士人，且甚贫，本传言其“仁恕寡欲，虽历居显位，而家产屡空，终日晏

然，不以为病。太建初，女为始兴王妃，以居处僻陋，特赐宅一区”⑦，与其祖的乡豪面貌已经相去甚远。

张氏渐与本郡相疏离可以说是地方大族在长期两处家居状态下几乎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此支张氏由

名位不显到世历显贵后，其家族重心显然是渐渐移到建康的，其子弟受到侨姓高门的影响，亦与乡里社会

发生了隔阂。同时做到在京师“少知名”“有清誉”和在家乡“颇营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比

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史传中多次提到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张氏一族中人物的品评，如《南齐书·张融传》：

 “张氏知名，前有敷、演、镜、畅，后有充、融、卷、稷。”⑧再如《陈书·张种传》：“时人为之语

曰：‘宋称敷、演，梁则卷、充。清虚学尚，种有其风。’”⑨从这些评论可见，当时社会主流所认同

的，多是自幼生长在建康、颇受名士习气熏染的人士，而安定地方、富有家财部曲的乡里土豪并不被京城

人士所肯定，常为清议所讥，⑩这种舆论的引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张氏家族重心的变化。

生活空间的变动必然伴随着社交范围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族人间的相对疏离。对居于地方的

大族而言，族人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经常共同行动，如《南史·沈庆之传》：“诸沈为劫首者数十人，

士民悉患之。”⑪再如《梁书·沈瑀传》：“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⑫

有时家族间会共享资源，《陈书·顾越传》：“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⑬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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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 53《张裕传》，第 1510 页。

②《南齐书》卷 24《张瓌传》，第 454 页。

③《南齐书》卷 24《张瓌传》，第 454 页。

④《梁书》卷 33《张率传》，第 475 页。

⑤《南史》卷 31《张盾传》，第 817 页。

⑥《梁书》卷 16《张稷传》，第 271 页。

⑦《陈书》卷 21《张种传》，第 281 页。

⑧《南齐书》卷 41《张融传》，第 730 页。

⑨《陈书》卷 21《张种传》，第 280 页。

⑩如《南齐书·张瓌传》：“建武末，屡启高宗还吴，见许。优游自乐，或有讥瓌衰暮畜伎。”卷 24 第 454 页。

⑪《南史》卷 37《沈庆之传》，第 959 页。

⑫《梁书》卷 53《良吏传》，第 768 页。

⑬《陈书》卷 27《顾越传》，第 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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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其迁居到京城之后，这种族人之间的联系明显疏远了，有些作为一家之主的士人开始主动分家，如《南齐

书·张岱传》：“岱初作遗命，分张家财，封置箱中，家业张减，随复改易，如此十数年。”①不少家族

都不再聚族而居，如陈代沈炯曾上书文帝，请求归养母亲和叔母，他在上表中特意提到是因为叔母的儿孙

都已亡故，因此自己也需要赡养叔母，所谓“两家侍养，余臣一人”。如果没有分家，应该不会这样表

述。②族人间关系的改变与吴姓士族向首都的迁移是相伴相生的，而两者又都可以视作官僚化带来的结

果。③如果其子弟均能通过比较稳定的渠道在官僚体系中取得禄位以延续家族，那依靠家族的共同的财富

积累抵御潜在风险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族人间的疏离在所难免。而当吴姓士族在建康居住的时候，与

其居所相邻的可能是侨姓大族，如《景定建康志》：“汝南湾……齐陆晓慧、刘 宅并在湾前”。居所的

相近促进了他们的交往，如《南齐书·张岱传》记载的颜延之钦敬张镜事：“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

居，颜谈议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翳无言声。后延之于篱边闻其与客语，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

心服，谓宾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④

生活地域的变化同时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改变，这种价值取向的改变也使得吴姓士族在社交选择上有所

改变。纷繁复杂的都城社会使吴姓士人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和家族原先生活的地域，因此其追

求也有所不同。魏晋之时，士族均特重乡论，这与其能否获得舆论支持和任官资格密切相关。士人大多是

先在地方上获得支持与肯定，在乡里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能取得任官的资格，故士人非常在意自己

在乡里的声名⑤和与乡里之人的联结。及至南朝，随着吴姓士人向京城的汇聚，乡论虽然仍有一定效力，

但对士人的约束有所下降。⑥因此，士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时会因为个人选择而不顾及乡里情谊。《南齐

书·虞玩之传》载：“孔逷字世远，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学。与王俭至交……俭为宰相，逷尝谋议帷幕，

每及选用，颇失乡曲情。”⑦王俭一向颇恶吴人，与吴郡张氏、余姚虞氏间多有龃龉，但孔逷为依附他，

却不惜损害乡里利益。由此可见，居于京城的吴姓士人与同郡人士间的交往不如在乡里时密切，或者说，

其社交圈并不限于同郡，志趣相投和利益需要成为了他们选择社交圈时最重要的考量。⑧南朝时期在建康

的众多社交圈都是不限地域的，如萧子良的西邸之游、任昉的龙门之游等，⑨吴姓士族和侨姓士族均可加

入其中。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曾对“竟陵八友”的交往行为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正是

这种在都城中形成的文学集团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⑩在交往的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吴姓士人和侨姓

士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陆倕与任昉交情甚笃，曾作《感知己赋》⑪，沈约在《怀旧诗》中也对王

融、谢朓、庾杲之等人颇为追念。对于长居京城的吴姓士族而言，京城社交圈取代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里

联结，提携后辈的名流也由二陆这样的乡里领袖变为了沈约、任昉这类京城社交圈中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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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齐书》卷 32《张岱传》，第 581 页。

②见《陈书》卷 19《沈炯传》，第 255 页。

③毛汉光较早关注士族迁徙及其官僚化的问题，他在《中古中国社会史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的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2 年）中利用石刻材料，梳理了十姓十三家著房著支向两京迁徙的情况，认为士族向京邑的迁徙导致其变为纯官僚，失去

了原籍的地方基础。后来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一文中对毛氏的结论进行了

修正，将毛文中的中央化与官僚化统一起来，认为中央化是官僚化的结果。

④《南齐书》卷 32《张岱传》，第 579−580 页。

⑤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世说新语·自新》中记载的周处拜访陆云事，关于此事的分析，可参见王春雨《“周处自新”与世族门阀、乡品择

士》一文（《安康师专学报》2006 年第 5 期）。

⑥张旭华：《关于东晋南朝清议的几个问题−与周一良先生商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年第 1 期；张旭华：《谈

谈南朝清议的发展演变》，《文史哲》1993 年第 3 期。

⑦《南齐书》卷 34《王俭传》，第 611 页。

⑧台湾学者郑雅如在《齐梁士人的交游：以任昉的社交网络为中心》一文中认为具有官僚和士人双重身份的士人占据社交网络的关键位置，

他们对其他士人，特别是中下层士人的品评成为其任官的重要参考。众多已经获得乡品等待授官的士人也会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以希冀尽

快入仕。见甘怀真：《身份 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27−229 页。

⑨如在西邸之中的吴姓士人有陆厥、张融、陆慧晓、张充、陆倕、孔休源等人；陆倕曾参与任昉的龙门之游。

⑩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第 401 页。

⑪见《梁书》卷 27《陆倕传》，第 7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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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三吴的内部差异性，三地士族迁居的进程是有所不同的，吴郡多孙吴旧门，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积淀，永嘉之后犹仕宦未绝，且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建康较近，故迁居较为普遍，其家族风貌的变化也最为

典型；而吴兴士族兴起较晚，虽然也有如吴兴沈氏沈林子支那样自宋初就定居京邑的情况，但也有不少族

支与乡里关系仍比较密切；①而会稽士族虽然在宋齐之时屡有高官，但如山阴孔氏、余姚虞氏等却逐渐趋

于地方化。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吴地江左旧姓之外，有不少渡江之后定居在都城之外的士族，也出现了

向建康迁移的现象，如居于江陵、南郡、会稽的高门世族和居于襄阳、京口的次等士族，南朝后期政治、

文化生活中，这类人与吴姓人士一起，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向京邑迁徙的过程，就是其家族地

位上升的过程。但他们迁徙的时间线和吴地江左旧姓略有不同，往往与某一方镇势力的崛起有关，如京口

次等世族的迁徙主要发生在晋宋革命前后，襄阳豪族向建康的迁徙则与元嘉之后雍州势力的兴起有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吴姓士族在向京城迁徙的过程中家族重心和家族成员社交范围的改变。这些改

变对于吴姓士族的家族发展模式和家族成员的精神面貌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吴姓士人家族重心的改变

使得他们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乡里大族的行为习惯，而这种行为习惯又反过来促进了家族重心的进一步变

化，在两者的反复作用下，他们逐渐与乡里疏离。 

二、都城社会与吴姓士人的知识获得

在中古士族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文化对于门第的保持与延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陈寅恪及以钱穆为代

表的新亚学人均从学术文化的角度对士族权力的来源有过阐释。③士族往往认为自己的优越性并不在于世

代簪缨，而是因为自己拥有学术知识。而在士族看来，学术文化不仅关乎知识，还关乎道德，④因此对维

持家族稳定和体现自身价值都颇有意义，是家族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自汉末丧乱以来，学校屡次废弛，朝廷在很多时候无暇于教育，中央官学“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

实”。⑤因此，家族多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载体，相当一部分士族的学术知识都是来自家学传承。在文化普

及率极低的中古时期，这无疑使得士族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此背景下，吴姓士族所获得

的知识，也同样是来源于家族内部和乡里社会。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

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

 （虞翻《奏上易注》）⑥

　　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宋

书·沈道虔传》）⑦

这种以家族和地域为载体的学术传播方式使得吴姓士族所秉持的学术往往与侨姓有别。⑧而进入南朝之

后，虽然这种以家族地域为中心的文化传承方式依然存在，但随着建康文化中心的繁荣和吴姓士族向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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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宋书·沈勃传》：“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卷 63，第 1686 页。《梁书·丘仲孚传》：“齐永明初，选为国子生，

举高第，未调，还乡里。”卷 53《良吏传》，第 771 页。沈、丘二人祖上均为近臣，家族累世任职京邑，但仍然与乡里关系密切。

②关于会稽世族在南朝的地方化现象，可参见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中篇《六朝会稽士族》一节（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年）。

③范兆飞：《权力之源：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论分野》，《学术月刊》2014 年第 3 期。

④如《颜氏家训·勉学》：“齐孝昭帝侍娄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减损……后既痊愈，帝寻疾崩，遗诏恨不见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

彼，不识忌讳如此，良由无学所为。若见古人之讥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则不发此言也。”《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标

点本，第 196 页。

⑤《宋书》卷 32《五行志三》，第 936 页。

⑥《三国志》卷 57《虞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标点本，第 1322 页。

⑦《宋书》卷 93《沈道虔传》，第 2292 页。

⑧从总体而言，吴姓士族继承的是汉末经学的传统，兼重今古文，基本上没有受到北方流行的玄学的影响。这一点，从《晋书·纪瞻传》中

纪瞻与顾荣讨论太极之事亦可看出，此时顾荣已入晋多年，但仍以元气之本推释太极，不脱汉学之窠，可见其对北方所流行的玄学以

 “无”释太极的观点并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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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知识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家族和地域的局限，当然，在打破局限的过程中，个体情况有所

不同，①而南朝“知识至上”新学风的影响②、“文学”入仕的发展③等均在其中起着关键的引导性作

用。在知识传承中家族与地域的局限被打破后，吴地旧姓的重要知识来源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康的社

会资源与社会网络。

与知识传承有关的社会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书籍和名师。而这两类资源，在建康都很丰富。当时的建

康许多世代为官的高门士族都拥有大量的藏书，在分割遗产时，书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如《宋书·王昙

首传》：“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④名流如崔慰祖、王僧孺、任昉、江总等人家中也都有大量

的藏书。而在吴姓士族中，对于身居高位者而言，在原本藏书颇丰的建康收集书籍进行阅读自然是不成问

题的，如《南齐书·陆澄传》：“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⑤《 梁书·沈约

传》：“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⑥而对于家境比较贫寒的士人而言，入京观书则亦不失为

丰富知识的佳径，如《南史·沈麟士传》：“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

何人哉。’”⑦

与书籍相比，建康所汇集的名儒无疑更为重要。南朝自刘宋以来，历代多重视对中央官学的建设，广

招大儒充任学官，尤其是梁武帝不仅多次驾幸国学、策试学子，⑧还屡屡广延明贤执教于国学。⑨除了发

展国子学之外，宋文帝和梁武帝还都曾大力扶植学馆。⑩这些学馆一时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如梁武帝

在天监四年设立的五馆就吸引了相当多的学生入京求学：“天监四年……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

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

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⑪而当时在建康，除了江东本土的学者之外，也有不少北来的大儒，如崔灵

恩、卢广等，这些学者的汇集大大丰富了建康的学术资源。

在此背景下，可以发现，及至齐梁，许多吴姓士族虽有家学传承，但依然进京求学，高门可为国子

生，余者或入学馆，或入私学。

献 献

献

如以天师道著称的钱塘杜氏，自东晋杜子恭便长于此道，三吴士庶多敬信之。杜子恭的玄孙杜京产，

亦专修黄老之术，他长期在会稽始宁县讲学，孔觊、顾欢、孔稚珪等均与之交好，在诸多吴姓士大夫中颇

有影响力，永明十年，孔稚珪、陆澄、虞悰、沈约、张融等曾联表荐京产。⑫其子杜栖亦传其业，但同时

也颇好儒术，建元年间，京师著名的学者刘 前往会稽为武陵王讲学，杜栖“躬自屣履，为 生徒下食”，⑬

后杜栖前往京师求学，《南齐书》本传：“栖出京师，从儒士刘 受学。善清言，能弹琴饮酒，名儒贵游

都城社会与南朝吴姓士人的转型

 

①在吴姓士族中，有因家族向京城迁徙而受到京城学风影响，在京城接受教育的，如前文提到的吴郡张氏、陆氏；也有本居乡里，特意去京

师求学的，如下文提到的钱塘杜氏、山阴贺氏。

②详见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 年第 4 辑。

③如南朝吴地旧姓的入仕方式主要有直接入仕、公府辟召、举秀才、国子学入仕四类，国子学入仕自不必言，前两类均与京城以文学活动为

主的社交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参见郑雅如《齐梁士人的交游：以任昉的社交网络为中心》一文；而在当时京邑士人的交游中，与举秀

才考试形式相仿的策问常被作为一种展现才学的游戏，如《陈书·虞荔传》：“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

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卷 19，第 256 页。）

④《宋书》卷 36《王昙首传》，第 167 页。

⑤《南齐书》卷 39《陆澄传》，第 686 页。

⑥《梁书》卷 13《沈约传》，第 242 页。

⑦《南史》卷 76《沈麟士传》，第 1891 页。

⑧如《梁书·武帝纪》：“（九年）三月己丑，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冬十二月癸未，舆驾幸国子学，策

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第 51 页。

⑨详见高慧斌《南朝学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5 年）第五章第一节“南朝各类学校中的施教人员”。

⑩学馆是南朝新创的一种学校制度。学馆的主持者均为某一领域内的知名学者，由朝廷任命，受朝廷资助。馆内学生的身份不似国子学那样

要求严格，一般学子也可旁听。

⑪《梁书》卷 42《儒林传》，第 662 页。

⑫《南齐书》卷 54《杜京产传》，第 942 页。

⑬《南齐书》卷 54《杜京产传》，第 9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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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敬待之。”①周颙曾致信京产极言栖之学业精进，竟陵王萧子良也对其大为赏识。杜栖颇通礼学，何胤

以之为学士，掌婚冠仪。

献

献

再如以精研礼学著称的山阴贺氏亦有入京求学之举。山阴贺氏作为江东著名的儒学大族，自西晋末贺

循就开始钻研三礼，《三国志》裴注引虞预《晋书》言其“好学博闻，尤善三礼”。②东晋草创，定制礼

仪，循有力焉。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山阴贺氏，自晋司空循，至孙道力，曾孙损，玄孙

玚，玚子革、季，及从子梁太府卿琛，六世以三礼名家，为南土儒宗。”③然及至梁代，山阴贺氏虽依然

传承家业，但入京求学者颇多。《梁书·贺玚传》：“玚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 为会稽府丞，见玚深器

异之…… 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④《 陈书·贺德基传》：“贺德基

字承业，世传礼学……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⑤贺玚和贺德基都有良好的礼学修养，但仍然皆

前往京师求学，可见当时建康丰厚的学术资源对吴姓士族的吸引力。

对于家学较为薄弱的士族而言，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前往建康求学就更为重要了−在京师可以接触

到乡里社会中无法获得的许多资源，故史籍中多有外地士子游学京师的记载，如《陈书·戚衮传》：“戚

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⑥

而当时盐官其实是有乡校存在的，⑦但这些士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学术资源，仍然前往京师求学。

如果说学术资源对吴姓士人的吸引主要体现着对既往学问的传承，那社交网络则是吴姓士人接受新知

识和参与新知识产生的重要途径。南朝时期的建康，是各种新兴文学思潮的发源地，京城中所流行的文学

样式，代表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如谢灵运自永嘉太守去职后，虽然隐居在会稽郡始宁县，但其在始

宁创作的诗歌，却迅速传至建康，通过社交网络引起了众士人的传抄，《宋书·谢灵运传》言其“每有一

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⑧在接受大量知识的基础上，

新的文学样式也就在其中产生。如齐永明年间，讲求音律对偶的永明体出自竟陵王在鸡笼山附近的西邸，

 《南齐书·刘绘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⑨当时在西邸之中的吴姓

士人有沈约、陆厥、张融、陆慧晓、张充、陆倕、孔休源等人，他们也都被归入了“京邑人士”这个范畴

内。其中沈约、陆厥二人对音律各有自己的见解。⑩陆厥曾致书沈约讨论音律，沈约亦有复书。吴姓士人

可以和侨姓士人一同讨论音律，说明此时他们在诗文用韵方面已经趋于相同了，不复有“音楚”之讥。这

种变化，与他们在社交中积极学习音律以避免吴语对创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唐长孺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之异同》中提到了南北之间学风的隔阂，⑪这种隔阂，最终在

南朝时被逐渐消解，而消解的关键，就是吴姓士人知识获得渠道的改变。知识获得渠道的改变往往意味着

知识结构的变化，随着吴姓士人利用都城的社会资源和社交网络获得知识，他们在知识结构上与侨姓士人

之间的差异渐渐不是那么明显了，对于长期在京城生活的吴姓高门而言，西晋吴姓士人入洛时遭遇的知识

隔阂在他们身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地方进入京城的次等士族而言，他们地位的上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他们在乡里或家族中获得的文化教育，但当他们进入京城后，他们的子孙往往也会迅速融入京城的

文化环境中。南北士人间的隔阂，最终在都城社会中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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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暮归何处：吴姓士族故土认同的变化

西晋灭吴之后，有不少吴姓士人至洛阳求仕，他们的作品中常有去乡怀土之叹，如张翰的《思吴江

歌》，陆机的《怀土赋》《思归赋》《吴趋行》，陆云的《与陆典书》《答车茂安书》等。他们日夜思念

的故土就是体现家族荣耀的郡望所在，亦是其早年生活的乡里。及至南朝，吴姓士族虽仍以郡望自矜，但

其在主观上认同的“家”却从先祖生活的吴地变为了京邑。如果说生活空间和知识获得渠道的变化都是从

外在的、物质的角度显示着吴姓士族在南朝的转型，那通过诗文所展现的吴姓士族故土认同的变化则验证

了这种变化同时发生在精神层面。

自普通元年到普通三年，陆倕屡有外任，先是在南徐州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后又为寻阳太守、行江州

府州事。①陆倕此前曾担任吏部郎，参选事，本失意于外任，兼之在寻阳太守任上又有不快，②故多有思

乡怀归之叹，其《思田赋》③正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岁聿忽其云暮，庭草飒以萎黄。风飗飗以吹隟，灯黯黯而无光。独展转而不寐，何增叹而自伤。于是踟

蹰徙倚，顾景兴怀。魂茕茕以至曙，缀予想于田莱，彼五亩其焉在。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门而东骛，入溆浦

而南回。尔乃观其水陆物产，原隰形便。林薮挻直，丘陵带面。临九曲之回江，对千里之平甸。风去 其已

开，日登桑而先见。听啁唽之寒鸡，弄差池之春燕。临场圃以筑馆，对 轩而凿池。集游泳于阶下，引朝派

于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杂青莎之靃靡，拂细柳之长枝。感风烛与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

有胸而无心，必行难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绝仁以弃智。忽学步而学趾，又追飞而厉翅。瞻鹿囿而窃

高，仰疆台而慕义。历四时于游水，驰三稔于申臂。望归流而载怀，情郁悒其何置。④

小赋依次写下岁暮不归的感怀、对故园的想象、仕宦中的艰难、去家日久的忧郁，其开头描写秋冬时节寒

冷凄清之状的句子“岁聿忽其云暮，庭草飒以萎黄。风飅飅以吹隟，灯黯黯而无光”，可以使人联想到陆

机《思归赋》的起首“节运代序，四气相推。寒气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逝而怀悲”⑤及

陆云《岁暮赋》中关于秋冬之际万物萧瑟的描写“时凛戾其可悲兮，气萧索以伤心。凄风怆其鸣条，落叶

翻而洒林。兽藏丘而绝迹兮，鸟攀木而栖音。山振枯于曾岭兮，人怀惨于重襟”⑥。岁暮思归，本来就是

魏晋文学中的常见主题，陆机陆云兄弟羁旅游宦，故对这个主题更是多有涉及。而陆倕赋中写自己因思乡

而辗转不能寐的句子“独展转而不寐，何增叹而自伤。于是踟蹰徙倚，顾景兴怀。魂茕茕以至曙，缀予想

于田莱”，亦在陆机的《思归赋》中有可以对应的书写：“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昼辍食而发

愤，宵假寝而兴言。”⑦在反复叙写岁暮伤怀之后，陆倕笔锋一转，开始惦念起故土的田园。与现实中的

萧瑟不同，想象中的田园是属于春天的，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这种与现实进行对照的想象，也存在于陆

机的《怀土赋》中“念庭树以悟怀，忆路草而解颜。甘堇荼于饴茈，纬萧艾其如兰”⑧，而这样的描写显

然不符合现实，陆倕的故园此时不会春意盎然，而陆机故乡的恶草也不会化为芝兰，这些文本中呈现的画

面，显然来自透过情感滤镜的投射。

陆机入洛之后，久违故土而仕宦曲折，故其作品中常常通过繁复的叙述层次反复渲染浓重的乡关之

都城社会与南朝吴姓士人的转型

 

①陆倕为云麾晋安王长史的时间可参照《梁书》卷 4《简文帝纪》：“普通元年，出萧纲为使持节、都督益、宁、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诸

军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第 103 页。

②《梁书》卷 27《陆倕传》：“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迁中书侍郞。”第 403 页。

③关于《思田赋》的系年问题，可以从其文本中找到答案。据“感风烛与石火，嗟民生其如寄”，可知其作于陆倕晚年，陆氏一生中有两次

外任，一次是二十三岁时在南豫州为为庐陵王法曹行参军，时间很短；另一次是普通元年到普通三年“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

行江州府州事”，时间较长，与“历四时于游水，驰三稔于申臂”句也相符合。

④《艺文类聚》卷 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998−999 页。

⑤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卷 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第 146 页。

⑥徐坚：《初学记》卷 3《岁时部》，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61 页

⑦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卷 2，第 146 页。

⑧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卷 2，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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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其《怀土》《思归》《行思》诸赋都是如此。陆倕此赋，亦是采取这种结构，而在具体描写上又多有

承袭。这种异代同调的呼应，显示了相近的情感。然而，虽然陆倕与前辈在情感上相近，其情感的现实指

向却是不同的：陆倕所怀念的故园并不在陆氏郡望所在的吴郡，而是在作为南朝都城的建康。其“望归流

而载怀”句，言所思之地沿江水可达，故当为建康。类似的例子还有谢朓的“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①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从诗题中显然可见其中的方位信息，是在自新林到板桥的途中回望

建康；及谢灵运《撰征赋》中行至广陵所写的“怨归流之难濯，羡轻魵之涵泳”②，亦是经冶城、石头、

江乘之后回望建康所感。而《思田赋》中所写“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门而东骛，入溆浦而南回”也明示了

陆倕想象自己沿着长江一路向东，至石头津附近进入秦淮，然后向南至汝南湾附近的故宅中。③其实陆倕

幼年时曾在吴郡生活，④然其对建康的归属感却如其祖辈对于吴郡一样强烈。这种强烈的归属感当源于其

少年时就活动于建康的文士群中，深受都城学风的影响，故自认为是京邑人士。可见当吴姓士族逐渐融入

建康社会，其乡土认同亦在发生着改变，他们怀念的故园，已经逐渐从其郡望所在变成了其生活交游的

都城。

正因为如此，当吴姓士人的乡土认同发生变化时，他们不再以辞家游宦为苦，即使岁暮不能返乡，居

住在建康城郊的别业里也颇为逍遥自在。如朱异的《田饮引》即是写其在岁暮同宾朋悠游饮宴，全诗节奏

颇为畅快，充满自得之感，毫无陆机在《思归赋》中对于时序的敏感焦虑：

　　卜田宇兮京之阳，面清洛兮背修邙。属风林之萧瑟，值寒野之苍茫。鹏纷纷而聚散，鸿冥冥而远翔。酒

沈兮俱发，云沸兮波扬。岂味薄于东鲁，鄙密甜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速，朋自远方。临清池而涤器，辟山牖

而飞觞。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闲谈希夷之理，或赋连翩之章。⑤

朱异作为梁武帝后期的重要权臣，在建康有多所宅院，极尽奢靡。⑥在诗中，他特别提到自己的居所“面

清洛兮背修邙”，极力渲染他的园宅位于在当时权贵聚集的青溪、潮沟一带，将其视作一种身份的体现。⑦

朱异年少时虽曾居于钱唐乡里，但其在都城的如鱼得水使其迅速融入建康社会。据 2006 年在陕西泾阳县出

土的《周故司成大夫杨州刺史朱使君墓志》，知其第七子干在侯景之乱中远赴江陵追随元帝，而其妇袁氏

则携其第八子辗转避难，最终留居会稽。⑧可见朱氏才经两代，就已经将京城作为家族归属之地，在京郊

经营园宅的同时并未在钱唐广置产业。梁陈之时，如此选择的吴地旧姓颇多，他们一般不再像晋宋时的前

辈那样虽在建康为官，但仍然在故乡投入大量资金置业，⑨而更愿意在京邑购置大量产业，如梁时贺琛就

在资金充裕后在京师“买主第为宅”⑩；陈时孙玚宅在青溪大桥之东，⑪而其居则“颇失于奢豪，庭院穿

筑，极林泉之致”。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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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卷 84，第 2155 页。

⑩《梁书》卷 38《贺琛传》，第 543 页。

⑪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02 页。

⑫《陈书》卷 35《孙玚传》，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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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陆倕交好、曾赏识过朱异的沈约，作为齐梁之际的重臣兼名士，亦在建康郊区有园宅。萧齐永明

之后，道属昏诐，沈氏仕途屡有波折，位于淮左的郊园①带给了他一定的心理安慰，其《行园诗》即是写

其岁暮在园中游赏，看到“寒瓜方卧垄，秋菰亦满陂。紫茄纷烂熳，绿芋郁参差。初菘向堪把，时韭日离

离”②，虽为深秋，却无萧索之态，全然是一派丰收之景，沈氏对此颇为满足，因此发出了“荒渠集野

雁，安用昆明池”的感叹。沈约入梁之后，位望通显，又在钟山附近的燕雀湖畔购置了园宅，以此作为终

老之地，并于天监六年写下了《郊居赋》③。在这篇作品中，沈约亦把这座自己精心选择的郊园作为岁暮

所归之处，言“路将殚而弥峭，情薄暮而逾广”，于是“咏希微以考室，幸风霜之可庇。尔乃傍穷野，抵

荒郊，编霜菼，葺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疃之所交”。④然此时之岁暮并非完全实写，更多的是指自

己已至暮年，欲将东郊的园宅作为栖迟之地。沈氏在赋中亦曾提起过陆机“陆兴言于世网”，是为用陆氏

 “世网婴我身”之意。陆氏以离乡赴京为进入世网之中，但沈约将退隐于京郊的园田视为脱离世网。这固

然是因为两者的人生规划是有所差异的。

沈约欲终老京师，固然有和陆倕、朱异相似的原因，如恋栈不肯去位、维持京城交际圈等等。但《郊

居赋》的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层的原因，沈约在赋中花了不少篇幅追溯了自己的家族的历史，其

中，他特意提到了祖父沈林子见用于刘裕后迁居京城之事：“迁华扉而来启，张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

平，面淮流之清直。”⑤以此作为自己家族的重要转折，而在《宋书·自序》中，他也曾提到此事。⑥在

沈约看来，这是家族仕宦通显的开端。沈约出自吴兴沈氏，而吴兴郡在南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多盗

贼、好巫术著称，吴兴大族中多有率部劫掠乡里和信巫淫祀之举，因此颇遭高门鄙视，⑦而沈约所在族支

遭遇的两次劫难或多或少与吴兴地方风气有联系。第一次劫难是因为沈约高祖沈穆夫崇信天师道，追随孙

恩作乱，导致几乎阖门被诛；第二次是沈约的父亲沈璞因卷入太初之乱被杀，而刘劭因为巫蛊之事，对吴

兴人颇为亲近，其宠幸的严道育、沈怀兴等人都是吴兴人。吉川忠夫曾经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中推测沈

璞颇得刘劭信任可能也与此有关。⑧因此，对于祖先得以离开吴兴被赐宅京邑和自己在京郊立宅，沈约是

有一定的自得在其中的，在他看来，家族离开被普遍认为民风不佳的吴兴而定居京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家族地位的上升。因此，自己和子孙得以留居京师，就是对家族光荣的延续，这与陆机渴望的年迈之时落

叶归根，“辞官致禄归桑梓，安车驷马入旧里”，当然是不同的。沈氏虽然亦在吴兴有所经营，但这是出

于现实的需要，在沈约的意识中，其家族的荣显还是要在建康实现的，因此他对建康表现出了强烈的归属

感，希望暮年可以在建康郊外的小园中度过。

从齐梁以后吴姓士人的创作中不难发现，随着他们的家族向建康的迁徙及其社交圈和知识来源的变

化，他们已经把建康作为“故园”，作为心灵归属，作为终老之地，这种意识变化的背后，是家族经营重

心和郡望所在的分离，在此过程中，他们身上的地方性特征渐趋模糊，逐渐融入了建康社会。

  

都城社会与南朝吴姓士人的转型

 

①谢朓《和沈祭酒行园诗》云：“清淮左长薄，荒径隐高蓬。”此当为沈氏祖宅所在之处，即《郊居赋》中所说：“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

之清直。”

②陈庆元：《沈约集校笺》卷 10，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370 页。

③铃木虎雄：《沈约年谱》，马导源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52 页。

④《梁书》卷 13《沈约传》，第 237−238 页。

⑤《梁书》卷 13《沈约传》，第 237 页。

⑥《宋书》卷 100《自序》，第 2444 页。

⑦吴姓大族为盗之事甚多，如《南史·沈庆之传》：“视诸沈为劫首者数十人，士民悉患之。”卷 37，第 959 页；《梁书·丘仲孚传》：

 “齐永明初，选为国子生，举高第，未调，还乡里。家贫，无以自资，乃结群盗，为之计划，劫掠三吴。仲孚聪明有智略，群盗畏而服

之，所行皆果，故亦不发。”卷 53，第 771 页。关于崇信巫术之事，可参见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当时吴兴士族是颇遭高门鄙视

的，如《南齐书·沈文季传》：“尚书令王晏尝戏文季为吴兴仆射。”卷 44，第 779 页。

⑧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61−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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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围绕着建康社会在吴姓士人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探讨了三个问题：吴姓士人向建康的迁移及在此

过程中社交圈的变化；建康学术资源和社交网络对吴姓士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获得途径的影响；“岁暮归

何处”背后吴姓士人对于建康的心理认同。前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转型推动力的探讨，后一个问题更近

于对结果表现的描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效控制乡里和通过传承家学以保存文化是士族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依凭这两

点，士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资本。而吴姓士人将家族重心置于建康及其在此过程中知

识来源的改变，则是对这两条优越性进行了消解：家族重心的改变，使其对乡里的控制下降；通过中央官

学和以权臣贵戚为中心的社交网络获取知识，则意味着其家学在知识传承的过程中重要性相对下降。这两

点的转变逐渐削弱了吴姓士人的独立性，使其由兼具维护乡里和传承文化双重责任的乡里领袖，逐渐转变

为了积极融入建康社会的风流才士，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联系也愈发密切。

当然，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吴姓士族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中央化倾向，但其过渡性的特征还是

相对明显的，他们和乡曲之间还没有完全失去联系，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死后往往会回乡

安葬，关于这一点，胡宝国在《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①可以

说，这种对以往习惯的延续是过渡性特征的显著表现。

 （责任编辑：张 曦）

The Capital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of Wu Gentry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LI Aohan,  CHEN Yinchi

Abstract:   Wu gentry  is  a  general  name  for  the  southern  local  gentry  in  medieval  China.  The  group  rose

during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From

Sunwu to Eastern Jin, although these gentry took up an official post in Jiankang, their family focus remained

in  countryside.  In  Southern  Dynasties,  they  transferred  their  family  focus  to  Jiankang,  so  their  family

members started to move to Jiankang.  During this  process,  as  individuals,  gentry of  Wu gentry were faced

with great changes in life space and geography, which caused their social communication range, concept of

value, knowledge acquiring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These differences were directly revealed in their

literature  works  about  homeland  identity.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local  nature  of  gentry  of  Wu  gentry

became vague, and finally merged into capital society.

Key words:  capital society,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u g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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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宝国：《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1 辑，第 75−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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